
 

 

 

 

 

 

 

 
 

 

 

 
 

 

 

在历史的变化中参悟不变 

——《太阳之下无新事》书评* 

 

 

毫无疑问，宏观经济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人们似乎“不能两次踏进同

一条河流”。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容易陷入不可知论并失去方向。所以

我们只好选择相信宏观经济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不幸的是，经济学家们自

己的观点也时有分歧，100 个经济学家甚至可能有 101 种观点。这就使得

经济学增加了一份戏谑，同时也使后来者多了一份困惑和迷茫——这让我

们在经济波动中何以自处？ 

实践可以检验经济学家的理论，预测当然也可以作为辅助评判的依据。

但是，预测偶尔得到验证也可能只是运气好。而且在我们有限的职业生涯

中，做出重要预测的次数也往往是个较小的样本。因此，对宏观经济研究

者来说，有没有逻辑自洽、一以贯之的分析框架，这就十分重要了。更重

要的是，有了理论和逻辑作为基础，我们才能对分析框架进行迭代、更新，

而且也只有如此，研究方法才能在代际之间得到传承、并且不断进步。 

《太阳之下无新事》这本书，恰恰就为读者提供了这样一套经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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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炼的宏观分析框架。在书中可以看到，作为见证者，余永定研究员如何

对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进行观察和思考，并且如何勇于进行自我

否定式的反思，以及在过去近 30年当中，这套分析框架如何在观察、思考、

反思中得到演进和完善。 

其中，本书提到了 1998年 7月的一篇旧文。在那篇文章里，作者从供

给端、从长期视角论述了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必然性：“中国正以极高的

速度进入老龄社会，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将显著放下降……由于老龄化和其

他原因，中国的储蓄率也将随之下降。而高储蓄率是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

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再者，“在过去的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的环

境遭到巨大污染，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为了治理环境污染、恢复生态

平衡，中国将不得不相应付出牺牲经济增长的代价。”以及，“随着中国

经济的发展，利用后发效应所取得的技术进步可能会明显下降。而且，“随

着印度等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更多进入国际市场，中国低劳动成本的比较

优势将逐步丧失，国际资本流入的势头也会逐渐减弱。”最后，“由于边

际产出递减规律的作用，中国人均 GDP的增长速度也很可能会明显下降。” 

这些论述在当时显然是正确的，并且也具有相当广泛的共识。同样，

如果套用到 10年后的 2008年，或者套用到 20多年后的今天，无疑也都是

适用的。甚至对应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讨论中，10年后、20年后，我们似乎

也还是在讨论着同样的问题，说着同样的话——正所谓“太阳之下无新事”。 

而作者的检视则认为：“正是因为如此，对长期趋势的判断恰恰不能

作为决定短期经济政策的依据。即使对潜在经济增速的判断是正确的，我

们也无法从中推出当下经济增速应该比上年下降几个百分点。” 

当我们在以严肃的方式讨论中国经济时，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波

动需要使用不同的分析框架。前者对应于生产函数和各类投入的生产要素，

后者则对应于四部门需求。这时候，长期、短期分析框架的区分似乎显而

易见。然而事实上没有这么容易。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当时经济学家普

遍认为 8%是中国潜在增长率水平。在此背景下的讨论中，短期经济增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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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确定也很容易受到长期分析语境的影响。 

1998年那场讨论之后的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在 10%以上。“假

如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们就根据上述推断来确定当时的宏观经济政策（包

括确定经济增速目标），降低经济增速的目标，今天的中国经济如何能够

成为体量超过 90万亿人民币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谁又能保证，这次

中国经济学家没有再次普遍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上面的介绍，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该书当中的两个核心观点，或者说

是作者作为过来人的两个重要心得：其一，长期因素不能用来解释短期经

济表现，长期分析不能替代短期分析。其二，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意向性

目标，不应该建立在对“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推算的基础之上。关于这些

内容，书中还进行了更加细致和建设性的阐述。 

不过笔者认为需要补充的是，潜在增速的估算虽然在方法论方面普遍

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有其意义。就像是一台不太好用的

空气质量检测仪，虽然不能告诉我们空气质量精确的状态，但是它仍然能

够告诉我们条件变化之后空气质量发生了恶化还是改善。类似地，潜在增

速测算的更重要意义可能不在于潜在增速本身的估算，而在于对扭曲政策、

对改革开放等政策长期效应的评估。 

除了上述两个观点之外，作者的另外四点心得也值得品读：其三，通

货膨胀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其四，与其说是“四万亿财

政刺激计划”后遗症，更应该说是“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退出过快后遗

症。其五，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过大。

其六，宏观经济调控和结构改革并不相互排斥，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存在非

此即彼的问题。 

对于这四点，可能有的读者并不以为然。例如，“通胀无论何时何地

都是货币现象”仍然是大量经济学人的信条。那么这本书会告诉你，十多

年前的作者当时也是这样想的。要改变自己的想法并不容易，在理论信条

无法通过实践检验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改变。宏观经济研究要做到宏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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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逻辑和框架具有一以贯之的一致性，这不仅仅和学术能力有关，更需

要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余老师在《太阳之下无新事》的代序中直言，对于青年学者，一方面

需要系统地掌握作为一个自洽概念体系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另一方面又应

能批判地对待传统宏观经济学中的概念、逻辑、理论和方法。只有不断发

现实践同理论之间的矛盾，并不断修正对理论的认识乃至对理论本身加以

修正，才能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从而形成自己

的思想。 

《太阳之下无新事》梳理了 9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进，以

及作者亲历其间的观察和反思，有助于青年学者们了解过去近 30年中国宏

观经济政策以及相关讨论的演进。浦山先生的导师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

开篇中强调过，经济分析的方法包括历史、统计和理论。如果重新学习经

济学，而且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熊彼特觉得就应该选择经济史。

读史可以鉴以往而知未来、在过去的变化中参悟不变。希望这本书的问世，

能像余老师期待的那样可以帮助后来的青年学者们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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